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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土地财政
与经济波动*

周慧珺　傅春杨　王　忏

内容提要：本文构建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两地区多部门波动模型，分析了地方

政府竞争机制在房产需求冲击传导和溢出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表明：单个地区的房产需

求冲击首先通过房地产部门传导至该地区财政收入，导致当地公共支出波动。在两级政

府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动机开展对公共支出和人力资本的竞争，因此，

另一地区的公共支出也会同向波动，产出、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同步受到影响，冲击带来

的影响随之溢出。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地区间竞争的机制将可以传导和放大整体经济波

动。更换居民效用函数形式、在非房地产部门引入工业用地作为生产要素等稳健性检验

均不会改变结论。此外，基于现实情况，本文还在模型中引入了劳动力供给时长的内生决

策、劳动力的行业间配置、央地税收分成等拓展机制，阐释了拓展机制对模型结果的影响。

这一研究将为地区间竞争机制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波动提供新的视角，也为推动经济的长

期稳定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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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各地区围绕 GDP 增长展开的竞争一度发挥了关键作用。早在

2005 年，Li & Zhou（2005）就通过数据验证了地方政府官员晋升概率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正

相关关系，随后，周黎安（2007）系统性地阐述了这一竞争模式的前提条件、典型特征及适用性，并指

出其优势和缺陷。他们的研究不仅为解释经济高速增长的理论动因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开启了对

于中国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研究的先河。此后，大量文献从各个角度验证了各地区政府间竞争行为

的存在性并分析了其影响（Chen et al.，2005；王贤彬等，2011；Xu，2011；Su et al.，2012；Yu et al.，2016；
吴敏和周黎安，2018；Li et al.，2019）。然而，在理论方面，相关的研究还相对较少，Xiong（2019）在

Barro（1990）的增长模型中引入了中央政府的考核机制及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并以此解释了这种

特殊的政治制度如何带来地区产出增长和地方政府债务的提升等问题，填补了经济增长理论中对

于地区竞争行为讨论较少的缺憾。但从整体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并列为宏

观经济学中最主要的两大问题，中央政府考核与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在经济波动中发挥的作用仍然

鲜有人问津。在这一激励模式下，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是否会传递和放大波动？这种传导效果又

将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是仍待解决，也是本文的理论研究希望回答的问题。

为了在地区间竞争中表现出更好的政绩，各地区往往充分利用地方财政，提高政府公共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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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途径给当地企业带来直接的生产正外部性（梅冬州等，2018）。

Xiong（2019）则认为，地方政府对于晋升目标的关注将直接转化成对于当地基建投入的关注，因此，

对于政绩的竞争也就演变为对于公共产品投入的竞争。本文延续了这一设定，且在此基础上引入

了对劳动力市场的关注。本文认为，各个地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和人力资本的最终配置同样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彭国华，2015）。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本的贡献，在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内，中国正是依靠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此

之后，随着人口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劳动力更加成为稀缺资源，促进人才的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

发展，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策议题，劳动力流动和配置问题逐渐受到

各级政府和学界的密切关注。目前，不少地级市以上行政单位都出台了关于劳动力引进工作的专

项政策，足见各地区对于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这一特征事实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如何将

更多劳动力引入当地生产部门？这也是中央政府考核机制下值得地方政府考虑的重要问题。基于

这一考虑，本文进一步引入地区间的人力资本竞争，更完整和准确地刻画地区间的竞争行为。此

时，财政支出将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当地产业的发展，还能够提升当地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吸引更多

其他地区的劳动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形成正反馈调节。

除此之外，土地财政也是本文的重要制度背景之一。众所周知，作为土地的垄断供给方，地方

政府对于土地价格的控制及卖地收入的处置都有较大的自主权。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央地财权

与事权的不对等更促使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缓解财政支出压力的重要手段（孙秀林和周飞舟，

2013；Wu et al.，2015）。截至目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仍是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中

最重要也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在地方财政收入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之一。

土地财政为政府竞争行为无疑提供了重要的财政保障，也为经济波动，尤其是由房地产市场而起的

经济波动提供了有利的传导渠道和条件。正是由于土地财政机制的存在，房地产市场的冲击才得

以由政府部门决策传导至整个经济体，进而带来整体宏观经济波动。因此，本文也将土地财政的制

度背景纳入模型中，以更准确地考察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对于经济波动的理论影响。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整理和评述相关文献；第三部分构建包含家户、企业和

两级政府部门的两地区模型；第四部分介绍模型参数的估计策略及估计结果；第五部分描述并定量

分析模型的动态特征；第六部分从两个角度拓展模型；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

二、 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大致分为两大支：一支是关于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及其影响；另一支则是关

于政府政策和经济波动。

对于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研究起源于对中国增长动力机制的探寻。多年来，大批研究者致力

于探索中国四十年经济奇迹背后的根源，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驱动机制。其中的一个共识是，中国

的地方政府及其行政长官之间的竞争行为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Li & Zhou， 2005；Yao & Zhang， 
2015；Jia et al.， 2015；Qian， 2017；Li et al.， 2019）。也正是因为如此，关于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及其影

响的研究迅速发展、壮大，并形成了当代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周黎安（2004）首先建立了一

个地方政府晋升博弈模型，并利用这一简单的模型解释了中国地域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反理性现

象。例如，地方政府官员有充分的动机推动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却不愿意促成地域间合作的“双赢”

局面，反而是封锁市场，大兴地方保护主义。为了提高自己的晋升机会，打压竞争对手，地方政府在

机场和铁路建设、开发区建设等各个领域上进行恶性竞争，相互攀比，形成了一大批低水平的重复

建设项目。Li & Zhou（2005）基于 1979—1995 年中国省一级政府官员的晋升数据实证发现，在经济

绩效较好的地区，其省级领导人的确更有可能得到提拔。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从不同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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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印证了官员人事激励制度及其带来的政治竞争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重要性（Chen et al.， 
2005；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 Xu， 2011；杜兴强等，2012； Yu et al.， 2016）。此外，Jia et al.（2015）、

Landry et al.（2018）讨论了与上级官员的政治联系及自身能力在晋升考核中的重要性，研究表明，即

使存在政治关联和裙带关系等政治因素的影响，所在地经济绩效同样在官员仕途发展中占据决定

性地位。Yao & Zhang（2015）则利用 1994—2010 年城市层面行政官员数据研究发现，随着官员年龄

增长，个人能力在晋升中的重要性上升，行政官员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强。

在此之后，沿着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的思路拓展开，研究者们逐渐探索了这一政治特征对

经济发展的各个侧面的影响。尹恒和朱虹（2011）的研究表明，为了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县级官员提

高了生产性支出，但牺牲了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郑思齐等（2014）则认为，这一竞争激励还能强化

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和抵押借贷的方式融资的激励机制，从而带动基建规模的扩大和土地财政

收入的上升，形成正反馈调节。吴敏和周黎安（2018）则发现，同样在竞争心理的驱动下，上级可能

的实地考察监督加强了对当地面子工程的建设，而对非可视性公共品的投入则相对不足。Wang et al.
（2020）还指出，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基于晋升激励的刺激

措施将促进城市的空间扩张。类似的研究从经济发展的各个角度展开，阐述和分析了这一机制在

中国经济进程中正面或负面的作用（张牧扬，2013；乔坤元，2013；王媛，2016）。

这一支文献明确了一点，即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及其相关经验事实的关

键制度因素。那么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一因素是否能在经济波动中起到同样举足轻重的作用？如

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独特的制度机制将成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统一框架（Song 
et al.， 2011）。然而，在以往相关的文献中，经济周期和地方政府竞争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尚未形

成统一的分析范式。此外，地方政府竞争的相关研究更多集中于实证检验，理论研究较少。Xiong
（2019）将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引入了 Barro（1990）的宏观增长模型，是为数不多的专注于理论解释

机理的文献之一，但这一研究同样聚焦于经济增长，并未考虑宏观经济波动框架，且关注重点在政

府决策的区域间联动上，没有引入劳动力、消费品的地区间流动。不仅如此，对于地方政府的竞争

形式，以往研究更多考虑的是政府的支出、投资及其对经济产出的直接影响，但较少引入对人力资

本的竞争，而这也正是本文希望探索和讨论的问题。

与此同时，本文的研究建立在经济波动模型的基本框架之上，并以政府行为作为切入点，因此还

属于政府政策与经济波动文献中的一支。这支文献较多地集中于研究财政支出、税收和货币政策给

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Leeper et al.（2010）建立了包含政府支出、转移支付、扭曲性税收的均衡模型

并匹配美国数据，分析了不同的财政筹资模式下政府债务动态变化及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特

征。Mertens & Ravn（2011）同样利用美国时间序列数据估计了预期内和预期外的税收冲击对经济的

影响差异。意料之外的减税措施将给劳动市场、投资、消费和产出带来持续效果，但意料之中的减税

政策则是实施前导致投资和产量下降，实施后带动经济重新扩张。Coenen et al.（2012）则表明，危机

期的财政复苏计划能带来可观的乘数效应，拉动产出增长，但这一乘数效应的可持续性较差。Born 
& Pferifer（2014）在一个标准的新凯恩斯模型中同时引入政策（包括劳动和资本税、货币政策和政府

总体支出）风险和技术的不确定性，发现政策风险冲击对美国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尽管比 TFP 不确

定性强数倍，但依然是比较微弱的。其他讨论政府经济干预的 DSGE 文献还从债务稳定、财政预算

及货币政策最优化等各个角度阐述了政府决策在经济周期问题中的重要性（Correia et al.， 2013）。

在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饶晓辉和刘方（2014）认为，中国政府对于基建等生产性支出格外偏

好，其波动对中国整体产出波动的贡献高达 23%。黄赜琳和朱保华（2015）着重探讨了税收、支出等

政策冲击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发现包含财政收支冲击的波动模型能够解释中国产出、投资等

宏观变量波动的至少 70%，且相比于税收冲击而言，财政支出冲击的效果更加明显。郭长林（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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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包含政府支出的 DSGE 模型下审视财政政策的扩张和通货膨胀的关系。结果证明，生产导

向的财政政策将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角度分别抑制和促进通胀。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迅

速发展，房地产市场的波动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文献也开始关注房地产需求冲击和宏

观经济整体波动的紧密联系，当然，同时受到关注的还有中国政府独特的土地融资行为。不少文献

开始将房地产冲击、土地财政和经济波动联系起来，并讨论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在经济波动的

传导中所扮演的角色（何青等，2015；赵扶扬等，2017；梅冬州等，2018）。

这些研究基于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展开研究，为理解中国经济波动提供了新的角度，但较少

区分不同层级的政府主体及多个地区的联系互动，也没有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动机做非常详细的理

论设置。如 Guo et al.（2015）在 DSGE 模型中引入中国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发现土地融资的确能

够传导经济波动，只要切断土地出让和政府支出之间的联系，就可以有效地抚平经济波动。赵扶

扬等（2017）也将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引入 DSGE 模型中，分析了土地财政对房地产需求冲击的放

大作用。他们的研究更加聚焦于单个经济体，没有引入多个地区，也就没有考虑地区间的竞争问

题，与本文的研究话题更为相近的是朱军和许志伟（2018）和张军等（2020）。前者考察了两个地区

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后者则在其基础上讨论了将环

境保护等指标列入官员考核体系后经济波动和社会福利趋势的变化，但均没有涉及房地产市场，

且没有具体刻画其背后竞争行为的微观机理，也没有引入中央政府的考核和地区间的人力资本

竞争。

总体而言，结合中国的现实背景和既往文献来看，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

先，以中央—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为契机，将地区间竞争转化成对公共支出和经济部门人力资本的

竞争，使得地区间竞争这一机制得以同时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其次，在不包含金融摩擦

等经典加速器的情况下，利用地区间的竞争行为传导和放大了单地区经济波动并让其溢出至同一

经济体的其他地区，相当于提供了新的经济波动放大和传导机制。第三，从模型本身来说，本文在

Xiong（2019）的基础上引入了生产要素和贸易品的地区间流动，加强了对地区间相互联系作用的刻

画和模拟，并在其地方政府竞争的框架中结合了土地财政的制度背景及地区、行业间的人力资本竞

争等，更加准确地模拟了地区间的竞争行为。

三、 模型设定

本文模型假设整个经济体共包含两个地区，每个地区由代表性家户、非房地产部门、房地产部

门及地方政府组成。① 代表性家户消费非房地产部门生产的产品，并向两个地区提供劳动力，企业

部门则在竞争性市场中选择生产要素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地方政府向房地产部门提供土地并获得

土地收入作为重要财政来源。中央政府定期对两个地方政府进行政绩考核，假设由于信息不对称

问题的存在，中央政府无法直接考察行政能力，而是通过一系列经济指标估计两个地区的相对行政

能力水平。地方政府通过选择公共投资，提高自身考核成绩，最优化其目标函数。

（一）代表性家户

每个地区的代表性家户通过配置自己的房产消费 Hit 和非房产消费 Ciht 来最大化期望效用，目

标函数如下：

E 0∑
t = 0

∞
β t

h[ ]ln ( )Ciht - γhCiht - 1 + φit ln Hit （1）
其中，参数 βh ∈ ( )0，1 代表家庭的主观贴现因子，γh ∈ ( )0，1 代表消费习惯的持续程度，φit 衡量

居民对房地产消费的相对关注程度。延续贸易中的 Amington 模型设定（Anderson & van Wincoop， 
①　以下用 i表示第一个地区，除冲击项外，两个地区 i和 j的模型设定是完全对称的，因此对于地区 j的模型设定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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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假设每个地区家户的非房产消费等于两个地区差异化产品的 CES 加总：

Ciht = ( )C
1 - 1

σy

i1ht + C
1 - 1

σy

i2ht

σy

σy - 1
（2）

其中，Ci1ht 和 Ci2ht 分别表示地区 i 的家户所消费的第 1 个和第 2 个地区生产的产品，σy 代表不同

地区产品的替代弹性。房地产需求冲击 φit 服从 AR（1）过程：

ln φit = ( )1 - ρφ ln-φ + ρφ ln φit - 1 + σφ εφt  （3）
其中，

-φ 是代表稳态的常数，ρφ ∈ ( )0，1 和 σφ 分别代表冲击的持续程度和方差，εφt 是一列独立同

分布的标准正态过程。预算约束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PiHt[ ]Hit - ( )1 - δh Hit - 1 + Kiit - ( )1 - δk Kiit - 1 + Kijt - ( )1 - δk Kijt - 1 +
Γ
2 ( )Kijt - -Kij

2 ≤ Φ t N it + Rikt K iit - 1 + Rjkt K ijt - 1 - Ciht

 （4）

其中，PiHt代表地区 i的房产价格，Rikt 和 Rjkt 分别代表两个地区的资本回报率，Kijt 为地区 i的代表性

家户所积累的，由地区 j生产的资本，
-K ijt 代表 Kijt 的稳态，Φ t 代表工资，本文假设人口在两个地区间的

流动是无摩擦的，因此两个地区的劳动力价格一致。参数 δk ∈ ( )0，1 和 δh ∈ ( )0，1 分别代表资本和房

产的折旧率，Γ衡量资本的跨地区流动成本。假设代表性家庭部门无弹性供给劳动，即 Nit = Const。①
（二）企业部门

企业部门分为非房地产部门和房地产部门。每个地区的代表性非房地产企业投入劳动力和资

本并生产地区差异化的产品。假设地方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基础设施等形式补贴生产企业，带来正

外部性，同时，对总产出征收税率为 τ 的企业税。企业生产函数遵循 Cobb-Douglas 形式：

Yit = Zit N
αi

iet K
1 - αi

iet - 1 G ui

it （5）
其中，Yit 为当地产出，Zit 代表地区异质性的生产效率，Niet 为劳动力数量，Kiet - 1 为资本，Git 代表

政府的公共投资。Zit 分为 Ait 和 νit 两个部分，其中 Ait 代表地区本身的生产效率，νit 则衡量生产技术

冲击。参考经济增长大多数相关文献的做法（Barro，1990；Baxter & King，1993；Bassetto & Sargent，
2006），假设企业在每期决策前已知公共投资的大小及其外部性。参数 αi ∈ ( )0，1 代表劳动要素的

产出弹性，μi ∈ ( )0，1 代表政府支出对于产出的提升弹性。简便起见，本文假设两个地区生产要素

的产出弹性一致，即有 αi ≡ α、μi ≡ μ。

两个地区的产品价格 Pit 满足 ( )P 1 - σy1t + P 1 - σy2t

1 ( )1 - σy = 1。此时，整体经济的总产出可以写成两

个地区产出的 CES 加总：

Yt = ( )Y
1 - 1

σy1t + Y
1 - 1

σy2t

σy

σy - 1  （6）
其中，σy 代表每个地区的产品弹性。

在房地产部门，参考 Guo et al.（2015）的做法，假设房地产部门同样遵循 Cobb-Douglas 形式的生

产函数，房地产企业投入资本和土地，生产供当地居民购买的房产：

YiHt = AiHt K
ηi

iHt - 1 L1 - ηi

it  （7）
其中，YiHt 代表房地产部门产出，AiHt 代表房地产部门的生产效率冲击，KiHt - 1 和 Lit 分别代表资本

和土地投入，参数 ηi 和（1 - ηi）∈ ( )0，1 分别代指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同理，假设两个地区房地

产部门的生产结构也相同，即 ηi ≡ η。

①　在后续的模型拓展中，将放松这一假设，允许居民部门自主选择劳动供给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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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政府

本文基于现实背景设置中央政府考核机制下的中央—地方政府互动，假定中央政府希望通过

考核行政能力 ait 的形式考核地方政府。然而，行政能力这一指标过于主观，往往难以被直接观察，

需要通过更客观的指标来估测。例如企业的生产效率 Ait 体现了当地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水平，可

以作为行政能力的代理变量。这样的信号识别显然是有说服力的，因为生产效率的高低体现了当

地政府在推动技术创新、以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入资本等方面的相对成就。与 Xiong（2019）不同的

是，本文的模型中允许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此时在中央政府的行政考核和地方政府的竞争中，各

地区劳动力的数量也将扮演重要角色。

具体来说，在中央政府看来，企业生产效率 ln Ait 由三个部分组成：ait、εit 和 ft，其中，ait 为地方政府

的行政能力，εit 为地区异质性的生产效率冲击，ft 则代表整体经济所受到的生产效率冲击。与 Xiong
（2019）类似地，假设行政能力满足均值为

-ai，方差为 σ 2
a 的正态分布，异质性冲击和整体冲击分别满足

均值为 0 和
- f ，方差为 σ 2

ε 和 σ 2
f 的正态分布，且三者之间相互独立。假设中央已知各个地区的经济产

出，那么通过贝叶斯的方法，可以从生产效率中剔除两个冲击项，获得对于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估计：

a� it = E ■
■
|||| ■

■
||||ait

|
|
||||{ }PitYit

i = 1，2 （8）
其中，根据生产函数的形式，中央政府还需要准确获得当地的贷款利率、非房地产部门的劳

动力数量和政府投资，才能得到有效的 a� it。贷款利率的获得无疑是容易的，且由于历年来贷款

利率的相对波动并不大，中央政府通常可以获得较为准确的利率水平。与此同时，统计部门对

于各地区就业人数的统计则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加之近年来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性不断增

强，短视频直播等灵活就业渠道不断涌现，就业人数及其变化趋势的准确估计也变得更加困难。

此外，地方政府投资数据的获取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息息相关，因此也有可能会受到统计口径

等各方面因素的干扰。Chen et al.（2019）基于对地区和全国 GDP 的重新估计也得出，统计部门可

能难以及时获知准确的地方投资水平。此时，政府投资和劳动力数量将成为典型的干扰信号，

对地区行政能力的估计产生影响（Gibbons & Murphy，1992）。实际被考察到的生产效率 ln A�
it 可

以写成：

ln A�
it = α{ }ln Yit - 1 - α

α [ ]ln ( )1 - τ ( )1 - α - ln Rikt - μ
α

ln G *
it

= ft + ait + εit + α ( )ln Niet - ln N *
iet + μ ( )ln Git - ln G *

it

（9）

可以看出，只要 N *
iet 及 G *

it 不满足 N *
iet = Niet，G *

it = Git 时，中央政府便会将所有的差值归为生产效

率，从而带来对于地区实际行政能力的高估或低估。这种中央—地方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委托—

代理问题正给地方政府提供了投机的契机：在 G *
it 不变的情况下，增加 Git 将带来中央对于自身能力

的高估，在 N *
iet 不变的情况下，实际劳动人数 Niet 的增加也将带来相同的效果。值得提出的是，从另

一角度来理解，N *
iet 也可以被视为中央政府认为该地区应该完成的目标就业人数，一旦超出该就业

目标，超出部分即可以被视为地方政府的超额任务完成能力，计入行政能力范围。使用贝叶斯法

则，可以得到对于行政能力估计的表达式：

a� it - ā i = σ 2
a( )σ 2

a + σ 2
ε + σ 2

f

( )σ 2
a + σ 2

ε ( )σ 2
a + σ 2

ε + 2σ 2
f

■

■

|

|
||
|

| ■

■

|

|
||
|

|( )ft -  -f + ( )ait - ā i + εit

+α ( )ln Niet - ln N *
iet + μ ( )ln Git - ln G *

it

-  σ 2
a σ 2

f

( )σ 2
a + σ 2

ε ( )σ 2
a + σ 2

ε + 2σ 2
f

■

■

|

|
||
|

| ■

■

|

|
||
|

|( )ft - - f + ( )ajt - ā i + εjt

+α ( )ln Njet - ln N *
jet + μ ( )ln Gjt - ln G *

j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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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j = i-1 代表除本地区之外的另一个地区。

（四）地方政府

假设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者在第 t期的期末来到该地区，此时该地区的总产出及财政收入都已经

确定，该任管理者的职责则是决定该期财政收入的配置，为下一期的经济发展做准备。财政收入可

以写成：

Government Revenue it = τPitYit + PiLt Lit + ( )1 - δG Git  （11）
其中，τPitYit 为税收收入，PiLt Lit 为土地财政收入，( )1 - δG Git 代表本期所留存的公共投资项。参

数 δG 代表公共投资的折旧率。假定财政收入可以被用于两个方面：地方政府收入 Eit 和下一期的生

产部门投资 Git + 1。在 t+1 期期末，中央政府通过 t+1 期的经济产出等信息对于该任政府进行行政考

核。由于假设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者上一期期末才到任，相应的最优决策行为均发生在第二期及之

后，即只有第二期及之后的行为模式及其影响才有意义，因此，在之后的分析中，也仅考察第二期及

之后的脉冲响应结果。此时，地方政府无法直接改变期末收入，只能通过优化配置实现效用最大

化。其中，对生产部门的投资可以带来产出的增加，从而获得中央政府对于自身行政能力更高的估

计，而地方政府的自有收入同样可以给其带来效用的提升。因此，该任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写成如

下形式： 
Uit = ln Eit + ϖi( )a� it + 1 - ā i （12）

其中，ϖi ≡ ϖ 视为对行政能力考核表现的相对关注程度。除政府收支平衡的预算约束外，地方

政府还面临土地资源禀赋约束：

Lit ≤ LSit  （13）
其中，LSit 代表土地供给冲击。地方政府在预算约束下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可以得到：

- 1
Eit

+ ψg + ϕg μ ( )σy - 1
Git + 1

- ϕg μ ( )σy - 1
Git + 1

·
G μ ( )σy - 1

it + 1

G μ ( )σy - 1
it + 1 + G μ ( )σy - 1

jt + 1
= 0  （14）

其中，参数 ψg 和 ϕg 衡量地方政府对于行政能力考核表现的关注程度。本文假设各地区的劳动

力可以跨地区流动，因此得以更深入和细致地刻画地区间的互动和博弈。不难看出，对于晋升机会

和仕途的追求转化成对于劳动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竞争。而由于两个地区劳动力的完全流动

性，对于劳动力的竞争最终也转化成对于地区产出和政府基建投入的竞争。对于地区 j = i-1，有完

全类似的最优性条件。因此，联立两式可以得到两个地区政府投资之间的关系：

∂Gjt + 1
∂Git + 1

> 0  （15）
可以看出，正如各级地方政府所表现出的那样，两个地区政府公共投资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当

一个地区政府支出增加时，为了提高中央政府对于自身相对行政能力的估计，另一地区政府也会随

之提升其政府投资，如此循环往复，形成有正反馈调节的竞争—激励行为机制。

（五）市场出清与均衡

宏观均衡下，{ }PiHt，PiLt，Pit，Rit，Φ t 和{ }Kiit，Kijt，Hit，Yit，Kiet，Lit，KiHt，YiHt，Eit，Git 满足：（1）家庭部门、

房地产和非房地产企业最优化条件；（2）两个地区的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出清，即：

YiHt = Hit - ( )1 - δh Hit - 1 （16）
Kiit + Kjit = Kiet + KiHt （17）

Lit = LSit （18）
其中，i = 1，2。此外，总体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满足出清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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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 = ∑
i = 1，2

[ ]Ciht + Eit + Git - ( )1 - δG Git - 1 + ∑
i = 1，2

[ ]Kiet - ( )1 - δk Kiet - 1

+∑
i = 1，2

[ ]KiHt - ( )1 - δk KiHt - 1 +∑
i ≠ j

Γ
2 ( )Kijt - -Kij

2 （19）

四、 参数估计

模型中的参数可以分为两组：一组可以通过校准的方法直接确定；另一组则通过贝叶斯方法来

估计。具体来说，参考大多数 DSGE 文献的做法（Liu et al.， 2013； 何青等，2015），将家庭的主观贴

现因子 βH 设为 0.985。文献中地区间产品的替代弹性 σy 取值通常落在 3—7 之间，本文将其选取为

5。根据 Bai et al.（2006）的测算，资本的年折旧率通常为 0.1，因此设资本的季折旧率 δk 为 0.025。此

外，房产折旧率设为 0.005，公共支出的折旧率 δG 设为 0.05。各个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均根据中国

的现实数据选取，参考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及根据 CQER、Penn-World Table 数据库，劳动要素回

报均占总要素回报的约 50%，故将 α 设为 0.5。
剩下的结构性参数{ }γh， μ，-φ，Γ，ψg，ϕg 及冲击参数{ }ρ-，σ- 通过贝叶斯估计确定。① 其中，参考

Guo et al.（2015），将政府支出对非房地产部门产出提升弹性的先验均值取为 0.2；根据稳态方程和

现实数据对应，可以计算出 ψg 和 ϕg 的大致取值为 7 和 4，因此将 ψg 和 ϕg 的先验均值分别取为 7 和 4。
可以看出，房产需求冲击 ρϕ 的持续程度较强，标准差 σϕ 也相对较大，这与现实中房地产市场波动偏

大的趋势也是吻合的（赵扶扬等，2017）。考虑到参数取值可能给模型定量结果带来的影响，在接下

来的脉冲分析中，本文将以上述取值为基准，对于关键参数的取值进行替换并比较，验证模型在定

性结构上的稳健性，并探讨各项机制对于脉冲的定量结果的影响。此外，从方差分解来看，与文献

所得的结果类似（何青等，2015；赵扶扬等，2017；梅冬州等，2018），单地区房地产需求冲击会对当地

房地产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表现为房价的上涨，进而引发土地价格升值。土地收入上升带来

当地政府基础设施投入增加，引起投资、产出的大幅波动，同时触发政府间竞争机制，将波动传导溢

出至另一地区。但由于另一地区政府财政收入没有直接提高，财源有限，冲击对经济变量的贡献程

度也较低。

五、 模型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结果及分析

图 1—图 3 给出了两种情况下在地区 i 面临一单位房地产需求的正向冲击时，当地和另一地区

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响应，其中横轴代表时间，纵轴代表变量相对于稳态的偏离百分比。带星号实

线表示包含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基准模型，实线则报告了政府不做任何最优化决策时的反事实情

况。可以看出，两个地区的政府投资和消费均大幅上升，私人投资、劳动工资、家户消费及产出也都

呈现出上升趋势，证明房地产市场冲击将通过模型中的土地财政和政府间竞争机制得以传导。此

外，从定量上看，相比于地区 j，地区 i的政府投资和消费提升幅度更大，总产出和家户消费的动态响

应也更大。

具体来说，从图 1 看，一单位房地产偏好的正向冲击带来了房地产市场需求增加，房产价格随

之上升，住房市场的发展推动土地市场繁荣，进而抬高了土地价格。作为土地的垄断提供方，地方

政府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土地收入，从而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收入的增加放宽了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政府消费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上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回顾模型中所引入的中央政府行政考核及央

①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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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两级政府的信息不对称，此时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原因有二：一是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公

共支出预期不变的情况下提升实际政府投资，从而提高中央政府对于当地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估

计；二是在中央对于地方劳动力人口预期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升实际政府支出，带来对于企业发

展的正外部性，从而吸引更多的实际劳动人口，进一步提升考核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土地财

政同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土地财政机制的存在，政府才得以将土地出让收入用到基

础设施的投资上，为经济波动的进一步传导和溢出提高条件。

接着，政府投资的上升通过两个渠道将冲击传导至非房地产部门。首先，政府基建本身是非房

地产部门生产函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支出的上升直接促进了产出的增加；其次，政府支出

的上升提高了当地资本和劳动力价格，进而增加了当地企业投资和劳动力规模，尤其在劳动力要素

方面，在财政收入增加的利好条件下，该地区的政府投资相对于地区 j增加更多，企业发展更好，因

此企业部门得以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资源。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非房地产企业投资的上升是多方面

因素叠加的效果：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繁荣，拉高了房地产部门投资，进而推升了资本价格，这将会

降低企业投资。同时，由于总产出等于居民消费、两个企业部门投资和政府投资之和，当政府投资

增加时，势必会挤出非房地产企业投资。但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投资进入了非房地产部门的生产函

数，非房地产部门整体扩张，经济产出增加，带动企业投资大幅提高。总体而言，政府支出对于非房

地产部门整体的扩张效应更强，因此投资总体表现为上升。

图 1　地区 i房地产需求冲击下的当地经济系统脉冲反应

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还可以产生动态效应：基础设施投资增加推动了工人的工资和实物

资本的租金上涨，作为劳动力和资本的所有者，地区 i的家庭部门获得了更多的收入，这使得他们能

够在住房消费和非房地产商品上花费更多。此时，对住房消费的更高需求引发新一轮的房地产需

求冲击，而对非房地产商品的更高需求也进一步促使企业生产更多商品，形成了一个正向反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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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剧了原始住房需求冲击对于总体经济的影响。此外，随着经济产出的增加，地区 i的地方政府

获得更高的税收收入，财政收入进一步放宽。与先前的分析类似，在竞争激励的驱动下，地区 i的地

方政府又将得以在当地基础设施投资上花费更多，从而进一步放大冲击影响。

由于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及两地区政府间的竞争行为，地区 i 的房地产市场冲击还将进一步传

导和溢出至地区 j（见图 2）。具体来说，当地区 i 开始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并以此吸引更多劳动力

时，这一地区的地方政府将更有可能在中央政府考核中占据优势地位。为了与该地区竞争，另一

地区 j 的地方政府对地区 i 的政府投资提升做出正向反应，提高当地政府投资，但由于土地收入和

财政来源的变化相对较小，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公共投资上升幅度也相对较小。同样地，政府

公共支出的增加带来劳动工资和私人资本的增加，从而促进了该地区总体产出的提升。从传导

机制上来说，统一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地区 j 的家庭部门也可以从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中

获得更高的收入，进而提高对住房和非住房商品的需求，同时，产出的上升意味着当地税收收入

的提高和财政预算的进一步宽松。也就是说，冲击的传导机制在地区 j 也同样存在。但另一方

面，由于劳动力的供给是无弹性的，地区 i 的劳动力变化和地区 j 的劳动力变化总是等幅反向，其

分配取决于两个地区的相对经济条件。而相比之下，地区 i 的产出上升幅度更高，地区 j 的产出上

升幅度低，在两个部门中所占的产出份额小，因此劳动力仍然流失至地区 i。总体而言，在劳动力

数量下降+政府支出上升的双重影响下，地区 j 的产出依然表现为上升，只是幅度小于发生冲击的

地区 i。这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政府支出上升效果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得两个地区产

出均正向波动。

图 2　地区 i房地产需求冲击下的地区 j经济系统脉冲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描述的机制外，消费品贸易、资本的争夺等也在波动的跨地区传导和

溢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具体而言，当地区 i存在房地产需求冲击时，房地产市场繁荣，政府支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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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当地生产效率整体提高，带动非房地产部门工资水平和资本价格都增加。此时对于资本而言，

虽然政府的竞争机制中不直接包含资本竞争，但资本价格的上升的确能够使得该地区抢占到更多

资本，地区 j的资本竞争能力减弱，形成反向溢出效应。此外，工资水平和资本价格的提高都意味着

该地区收入水平的增加，预算约束放宽，消费和投资的潜能上升，带动对两个地区的产品需求及资

本品供给增加，地区 j的企业投资水平也由此上升，形成正向溢出效应。对于消费品而言，由于消费

品流动性的存在，地区 i 的居民收入提高会带动对两地产品的需求上升，进而刺激两个地区的企业

部门生产，另一地区的生产也得以提高。此外，政府支出、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共同促进了地区 i的
产出增加，也提高了该地区产品在整个经济体贸易品市场上的份额，有更多产品可以被售往地区 j，
相当于提高了地区 j的产品供给水平和居民的实际购买力，进而放大了当地的经济波动循环强度。

正是在地区间的紧密联系和多重互动下，地区 i的房地产需求冲击才得以传导和溢出至地区 j，导致

地区 j的经济整体正向波动。

作为比较，图 1 和图 2 中黑色实线报告了反事实情况下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可以看到，此

时对于地区 i 而言，土地价格上升带来的财政收入增加完全没有被利用到基础设施投资上，也就

无法带来产出的直接提高。更糟糕的是，房地产市场繁荣反而推高了资本价格，从而使得非房

地产部门资本成本增加，挤出效应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产出开始下降。产出的下降使得地区 i 在
两地区劳动力的竞争中略显劣势，劳动力流出，进一步加剧产出劣势。因此，也可以说，当存在

单个地区冲击时，地区间的竞争大大缓解了劳动力流出对于产出的负向效果，促进了地区 i 的经

济发展。

图 3 将两个地区视为整体，可以看出，单个地区的房产需求冲击通过两个地区的政府竞争和土

地财政传导并溢出，最终导致了整体经济产出、消费和投资的波动。当然，这终究还是一个经济波

动问题，在冲击下降、消失之后，冲击带来的高房价也会被平抑，整体经济波动也会下降，脉冲响应

的结果不意味着土地财政和高房价在稳态下依然持续，形成恶性循环。在接下来的稳健性检验中，

将进一步判断这一波动的持续性在何种情况下更弱。

图 3　地区 i房地产需求冲击下的总体经济系统脉冲反应

增加实际的政府公共支出和该地区的实际劳动人口是地方政府提高中央政府对于自身行政能

力估计的两大渠道。为了更详细地阐释政府公共支出渠道的发生机理，图 4 给出了政府支出对企

业生产的外部性变化对于宏观经济波动传导的影响。总体来看，在模型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μ

的变化并不改变脉冲响应函数的基本形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具体而

言，图 4 靠上方的三张图中带星号的实线代表基准模型，实线和虚线分别将 μ 取为 0.1 和 0.2，即分别

比基准模型参数提高和降低约 0.05 的情况。此时，越高的 μ 意味着同样的一单位政府投资提升对

于非房地产部门总体生产效率的提升越大，因此两个地区劳动工资的上升幅度也更加明显，各个地

区产出及总产出、消费也较基准模型提升更大，而当 μ 取 0.1 时，政府投资的外部性减弱，产出和消

费等的提升幅度也相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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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政府投资外部性及晋升激励程度的重要性

在上述的模型机制中，中央政府的考核和地方政府对于自身事业发展的关注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为了进一步考察这一机制的定量影响，图 4 靠下方的三张图中带星号的实线仍然代表基准模

型，虚线和实线分别代表晋升激励程度的 ψg 和 ϕg 提升至原来的两倍或缩小至原来的 1/2。其中，ψg

可以视为对于公共支出绝对大小的关注系数，ϕg 则可以视为对于公共支出相对比例的关注系数。

可以看出，只要这一关注程度总体上有所提高，房产需求冲击对于各经济体产出的影响效果都会增

强，且持续程度提高，而当关注程度下降时，产出波动程度则均有所下降。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贴近现实，检验文章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四项稳健性检

验：第一，在基准模型中，采用了对数形式的效用函数，其带来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抵消可能会对

模型结果产生影响。为了让模型设定更加贴近现实，我们换用 CRRA 形式的效用函数，当相对风险

厌恶系数无限趋近于 1 时，效用函数退化到对数形式。

第二，对于存在土地融资的政府部门而言，出让收入不仅来自住宅用地，也来自工矿仓储物流

等土地，因此，在分析中国土地财政和经济波动的关系时，工业用地的引入将大大增强文章结论的

说服力。此外，在非房地产部门引入工业用地作为生产要素后，由于土地要素本身无法跨地区流

动，两个地区能够用于竞争的要素份额降低，竞争强度可能下降，整体经济波动的持续性也可能降

低。鉴于此，本文将非房地产部门生产函数更换为 Yit = Zit N
αi

iet L
βi

iet K
1 - αi - βi

iet - 1 G μi

it ，其中 αi ≡ α 和 βi ≡ β 分

别代表劳动和土地要素的收入份额。

第三，对于房地产部门而言，基准模型将房地产部门生产函数设置为规模报酬不变的形式，在

异质性分析中，进一步放松假设，认为房地产部门的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递减的。参考 Fernández-
Villaverde & Guerrón-Quintana（2020）等，此时房地产部门存在非零的企业利润，利润份额依据投入

产出表数据计算得到。由于房地产部门冲击对整体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通过土地—财政—人口机

制产生，持续性大小也主要决定于这一机制的强弱。放松假设后，这一机制的作用强度由于土地占

房地产部门总产出的份额下降而略有下降，但同时，居民部门持有了更多收益，同样可以带动非房

地产部门投资和产出增加。

第四，为了更聚焦于地方政府的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在基准模型中没有引入中央政府的公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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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及其特征，但两级政府的公共产品效应显然更加符合现实。因此，在稳健性检验中引入中央政府

的公共支出，假设中央政府也进行本级政府投资，形成两个地区共同的公共产品，对两个地区的房地

产部门和非房地产部门的生产效率均起到一定的提升效果。此时当一个地区的波动上升时，中央政

府投资增加，两个地区的公共产品同时提高，相当于增强了两个地区的关联性，正反馈调节机制发挥

作用的空间也可能会加大。结果显示，在四项稳健性检验中，各项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特征与基准

模型基本相同，说明在更换后的模型设定下，本文整体结论依然成立。①

六、 模型拓展

在此前的基准模型中，劳动力是无弹性供给的，因此两个地区的劳动力规模总是反向变化。事

实上，更加现实的情况是，居民可以在劳动收入增加带来的正效应和闲暇减少带来的负效应之间权

衡，做出最优的劳动供给时长决策。因此，将居民效用函数拓展为：

E 0∑
t = 0

∞
β t

h
■
■
||||

■
■
||||ln ( )Ciht - γhCiht - 1 + φit ln Hit - ρit

N 1 + κ
it1 + κ

（20）
其中，κ > 0 为劳动供给的逆弹性。此外，为了更准确地刻画劳动力配置在这一框架下扮演的

重要角色，假设每个地区的房地产部门同样投入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此时，与基准模型相比，

政府最优性条件将增加拓展项，该项和劳动力供给弹性、房地产部门劳动力要素份额及政府公共投

资等多个参数和变量相关，描述了房地产部门的劳动力投入及居民部门劳动力供给规模变化所带

来的影响。进一步整理可以得到，由于劳动力配置的影响力增加，地方政府对于两个地区经济产出

相对规模的重视程度将有所上升。②
结果显示，在房地产需求冲击下，两个地区的政府投资、私人投资及消费等宏观变量的整体波

动趋势仍与基准模型相似，且在财政收入增加的有利背景下，地区 i的政府投资相对于地区 j增加更

多，企业发展也更好，因此该地区两个企业部门都吸引到更多的劳动力资源。③ 与基准模型相比，不

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内生劳动力供给规模的引入进一步加剧了产出波动。对于地区 i而言，政府支出的上升带

动当地工资水平大幅提高，居民劳动意愿提高，劳动供给规模增加。同样地，对于地区 j而言，由于

劳动力的无摩擦流动，该地区的工资水平也随之提升，促使居民增加劳动供给。劳动力规模的增加

无疑为总产出的提高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支持。不难看出，即使在其他参数取值完全和基准模型相

同的情况下，整体经济产出水平也较基准模型有所上升。但分地区来看，地区 i 生产部门整体的劳

动力竞争能力依然更强，劳动力供给规模增加带来的好处也大多集中在地区 i，地区 j的产出提升依

然相对较小。当然，值得提出的是，在均衡条件下，最优的劳动供给时长不会趋于无穷大，市场上的

总劳动力时长依然是有限的。

二是涵盖了劳动力的跨行业配置。房地产需求冲击首先直接传导至当地房地产部门，引起房

地产部门劳动力规模提高。如果完全不存在政府投资传导机制，非房地产部门受冲击较小，劳动力

吸引能力较弱，劳动力总规模的增加将主要体现在房地产部门上。而此时，由于政府投资对非房地

产部门产出的正外部性，非房地产部门劳动力需求大幅增加，在两个行业的劳动力竞争中占据一定

①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2。
②　  正如审稿专家所指出的，在现实经济中，两个部门的工人可能并不是完全同质的，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也存在学习成本，

只是由于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摩擦并不影响文章的核心机制和结论，本文才加以简化，没有进一步引入劳动力技能溢价和工人的

学习成本。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可以构建包含劳动力技能溢价和技术扩散的模型，更有针对性和深入地探讨中国的劳动要素市场

分割、技能溢价和政府政策干预。

③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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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减弱了房地产部门劳动力的提升幅度。随后，随着政府投资逐渐回到稳态，非房地产部门劳

动力波动幅度单调下降，而房地产市场繁荣的持续性相对更强，非房地产部门的竞争力下降叠加持

续的房地产部门正向波动带动房地产部门劳动力波动幅度上升并出现峰值。与此同时，对于地区 j
而言，由于在劳动力的跨地区配置中，地区 j处于相对劣势，因此即使劳动工资有所上升，两个部门

的劳动力规模最初也均表现为负向波动。在此之后，地区 i的经济逐渐回到稳态，对地区 j劳动力的

吸引力也随之下降，劳动力跨行业配置的重要性开始上升。同理，由于房地产部门比非房地产部门

冲击响应的持续性更强，其在跨行业劳动力竞争中逐渐占据优势，其劳动力规模响应也开始回正。

同样地，由于缺乏直接财政收入的支撑，地区 j劳动力的变化幅度相比地区 i依然较小。

房地产部门劳动力配置的引入给非房地产部门带来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产生：一是通过

劳动力的挤占压低非房地产部门的劳动力规模，促使整个非房地产部门产出下降；二是进一步提高

了房地产部门的景气程度，推高房价和地价，从而为政府部门带来更高的财政收入，促进政府投资

的增加，提高了该地区非房地产部门的总体竞争力，最终带来非房地产部门劳动力规模增加，产出

增加。在劳动力供给弹性机制的协同作用下，工资的增加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供给积极性，这将使

得第一个渠道带来的劳动力规模挤占被削弱，即使房地产部门抢夺了部分劳动力，劳动总供给的增

加也能将其补平。因此，第二个渠道起主导作用，地区 i的非房地产部门劳动力上升超过基准模型。

同基准模型一样，在动态效果的持续作用下，产出的上升带来税收的提高、政府投资的提高，从而带

来产出的进一步上升。而在地区 j，由于劳动力被另一地区挤占，房地产部门景气程度不足，政府投

资的增加有限，第二个渠道给非房地产部门带来的好处小于基准模型，加之内生劳动力供给对劳动

力规模的好处也更多地集中于地区 i，地区 j 的非房地产部门劳动力下降幅度大于基准模型中总体

劳动力下降幅度，因此产出上升幅度较弱。

在基准模型中，我们假设中央政府的决策仅限于根据经济表现评估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这与

现实情况并不完全吻合。在本节中，我们基于财政分税制的背景扩展模型，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之间的税收分成机制纳入考虑范围，假设地方企业部门获得的税收中，一部分将上交给中央政府。

基准模型中的另一简化假设是，中央政府可以直接并准确观察到每个地区的产出，并根据观察到的

产出评估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但在现实中，中央政府所获得的地方产出信息可能来自于各个地区

的经济报告。每个地区负责收集本地经济数据，并定期向中央政府（或更高一级的政府）报告。进一

步地，假设中央政府不能直接和准确地观察到地方产出，而是需要从各地区收集获得有关地方产出

的信息，并通过这一产出评估地方政府的相对能力。此时，中央政府观察到的所谓行政能力中可能

包含了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就业人员和产出的虚报比例，且中央政府无法将三者的影响完全区分开。

与此同时，站在地方政府最优化行为的角度，该期的虚报行为对于经济本身的影响可能要到下一期

才能体现出来，因此，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地方政府行为及经济状况随虚报的变化，进一步假设此时地

方政府存在一定的留任概率。可以发现，盲目高报产出并不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尽管可以提高当期

的考核评分，但当存在税收分成时，税收总额总是根据实际的经济产值征收，而分配给中央政府的税

收却需要以其所报告的产值为基数，虚报的提高则意味着中央抽取财政收入的上升和留存财源的下

降，地方政府的最优虚报比例和政府投资水平将取决于两者收益和成本之间的权衡取舍。结果显

示，此时两个地区的投资和产出波动均小于基准模型。①

七、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央地两级政府的多部门波动模型，考察了在央地两级政府信息不对称、地方

①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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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相互竞争的制度背景下单地区房产需求冲击如何传导和溢出。结果表明，单个地区的正向房产

需求冲击通过当地房产市场传导至土地市场，促进土地收入的上升。在中央政府考核和央地政府信

息不对称的机制下，地方政府有动机开展对于公共支出和地区劳动人口的竞争，而这两者最终都将

转化为对于政府公共支出的竞争，土地收入的上升恰好为政府支出竞争提供了有利的预算支持。最

终，该地区吸引了更多的劳动人口，非房地产部门产出也有所提升。与此同时，通过劳动力的跨地区

流动和地区间竞争，这一冲击还将进一步溢出至另一地区。在地区间竞争的激励机制驱动下，另一

地区的地方政府对受冲击地区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做出积极反应，同样提高当地的政府支出。此

时，尽管没有财政收入增加的有利条件，政府公共支出增加有限，在劳动力人口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但其经济产出和家户消费仍然有所提升。通过更换地方政府仕途关注程度等方式，检验了模型的稳

健性，进一步分析了冲击传导的具体渠道。为了进一步刻画央地两级政府之间的税收分成等情况，

本文在拓展模型中加入了中央政府的内生税收分成比例和地方政府产出虚报程度的最优决策，发现

此时两个地区的投资和产出波动均小于基准模型。此外，考虑到劳动力的流动可能会给多地区框架

下的政府行为决策带来重要的影响，本文也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劳动供给时长的内生决定和房

地产部门的劳动要素投入，结果发现，这两个机制将进一步提高总产出波动的幅度。

本文的研究通过土地—财政—人口联动机制为在中国特色的制度背景下，冲击如何影响整体

宏观经济波动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这一背景下波动的平抑和降低提供了可能的政策启示。

第一，应积极运用大数据等新技术新方法，提高信息收集和传递效率。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

由于数据统计的滞后性，中央政府或者说上一级政府对于地方实际就业水平、投资强度等数据的了

解可能不够及时和准确，两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各个地区能够使用提高财政支出等措施

来间接提高上级政府对其行政能力的估计，而这也成为单个地区经济波动被传导和放大的重要原

因。从这一角度出发，想要削弱房地产需求冲击的效力，减少其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就需要缓解

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地区间财政竞争的激励强度。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突破信息壁

垒，缓解信息不对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随着技术的飞速进步，跨越地域和时间的信息流动日益便

捷，信息传递效率大大提高，这不仅为信息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信息资源的高效共享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未来政策应更充分和广泛地运用大数据等新型技术手段，降低信息的获取和

整合成本，高效、精准汇聚多样化的数据资源，推动形成快速响应、快速更新的数据收集和处理模

式，提升信息收集的频率和实效性。更进一步地，建立健全数据管理机制，有效提高信息的可信度

和完整性，尽可能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冲击对整体经济波动的影响。

第二，稳定房地产市场需求，探索地方财政转型新途径。研究表明，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中，

土地出让收入占据了重要地位，因此，房地产需求冲击所带来的土地收入波动才能够快速传导至当

地财政支出和非房地产部门，造成多部门、多地区产出等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这也为平抑波

动，降低冲击影响提供了可行渠道。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是经济波动放大和溢出的重

要渠道，地方财政收入中土地出让收入的占比越低，房地产市场冲击造成的经济波动幅度越小。因

此，应积极探索地方财政转型新途径，适当调整地方财政收入结构，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

赖，弱化土地出让收入和经济波动的关联性，形成更加可持续和稳定长效的财政来源。另一方面，

在土地出让收入占比仍然较高的前提下，房地产市场对于经济稳定性的影响仍不可小觑，尤其是目

前，房地产需求和整体经济均存在下行风险，如果放任房地产市场冲击进一步放大和溢出，还可能

会对实体经济部门造成更大的影响，牵制整体经济恢复。因此，仍应强调房地产市场在经济持续稳

定发展中的重要性，立足房地产自身的发展规律，持续提振居民住房消费的刚性需求和合理改善性

需求，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第三，建立健全经济预期目标管理方法，减弱风险的跨地区溢出效应。单个地区受到房地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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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冲击后，当地财政收入将顺周期波动，若房地产市场受到正向冲击，则当地的财政收入提高，支出

上升，反之则会下降。与此同时，受地区间竞争的激励机制影响，另一地区的财政支出也会表现出

同向波动，即顺周期属性。这也使得原本仅存在于一个地区的房地产需求冲击牵一发而动全身，传

导至整体经济，相当于扩大了经济波动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度。在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深

入，要素和商品的跨地区流动越来越便利的前提下，要减弱这一风险的跨地区溢出效应，一个可行

的策略是优化地区经济预期目标的管理方法。具体而言，应统筹规划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预期，

削弱各地区经济预期目标的关联性，在保证促发展动力的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深入分析

本地区的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市场需求等因素，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战略规划，努力完成自身经济

增长、就业等宏观目标，避免形成简单效仿其他地区，盲目重复投入的发展模式，严格防范房地产市

场冲击影响的持续传导和扩大，实现地区经济的良性循环，为整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与此同时，由于集中于对地区间财政竞争机制作用的分析，本文对于人口迁徙及税收的设定都

较为简单。此后，在政府竞争框架下引入居民对于地区的异质性偏好及人口迁移成本，研究人口迁

移成本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也将成为重要的学术和政策课题。此外，政府间还存在更复杂的政策模

仿、学习，需要更灵活和丰富的机制设计来刻画，而这些都将成为之后研究和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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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GDP competition among regions has played a crucial 

role， which attracts widespread attention. A large number of empirical studies have verified the existence of inter-regional 

competition and examined its impact on the economy. However，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in this domain is still relatively 

scarce. In recent years， a few papers introduc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assessment mechanism and local governments’ 

competition into the classical growth model， filling a gap in the economic growth theory regarding discussions on inter-

regional competition， while the role of inter-regional competition in economic fluctuations remains underexplored. Will the 

competitive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s transmit or amplify economic fluctuations？ What factors will affect this 

transmission effect？ These unsolved questions will be addressed in this paper.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regional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 model with two-layer 

government and competition among regions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role they played in the amplification and spill-

over effects of housing demand shocks. The results show that housing demand shocks in one region could transmit from the 

local real estate market to the land market， resulting in an increase in land revenue. Under the administrative assessme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asymmetric central-local information mechanism， th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the incentive to 

use the land revenue from the housing demand shocks on public infrastructure， to attract more labor force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output of the region and then yield a better assessment performance. Meanwhile， because of the migr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an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regional governments， the shocks could also spill over to another region. 

Specifically， the incentive of competition drives the government in that region to respond positively and likewise increase its 

fiscal expenditure. Although there is no direct surge in fiscal revenue， and no advantage in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labor 

force， the economic output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that region still increase， eventually leading to fluctuations in 

overall output and consumption. By changing the parameters and incorporating a more realistic model setting， we test the 

robustness of the model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specific channels of shock amplification and transmission. Considering that 

labor migration may have a crucial impact on government decisions in a multi-regional framework，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ndogenous determination of labor supply and labor input of the real estate sector into the baseline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clusion of these two mechanisms amplifies fluctuations in the overall output. Furthermore， the paper also 

incorporates central-local tax sharing and the false declaration of the economic output into th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extended model， the fluctuations of the investment and output in both regions are smaller than those in the baseline 

model.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li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leveraging the central-local assessment mechanism 

as a catalyst， this paper transforms inter-regional competition into a contest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human capital， which 

enables the mechanism of inter-regional competition to explain both economic growth and fluctuations in China. Secondly，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lassic accelerators such as financial friction， this paper employs inter-regional competitive 

behavior to transmit and amplify single-region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induce spillover effects to other regions in the 

economy， which is equivalent to introducing a new accelerator for transmitting and amplifying economic fluctuations. 

Thir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del itself， this paper introduces inter-regional flows of labor force and tradable goods 

based on Xiong （2019）， enriching the simu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interaction among regions. In addition， the paper 

integrates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of land finance and inter-regional， inter-industry competition for human capital in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ter-regional competition， providing a more accurat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competitive behavior.

Keywords： Inter-regional Competition； Regional Allocation of Labor； Land Finance； Economic Fluc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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